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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威胁、经济剥夺还是治理失效
———对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凝聚力的比较分析

□ 李骏

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尤其是欧美学界日益关注社会凝聚力问题，重点围绕种族多样性是否会

削弱社会凝聚力展开了理论争辩与实证分析。相比之下，中国虽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相关的研究

却十分缺乏。本文使用来自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及其成员的两层次匹配数据，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

因素依次检验了移民威胁、经济剥夺和治理失效三个命题。结果发现: 移民不仅没有损害社会凝聚力，

甚至可能具有相反效应; 社区经济剥夺固然会削弱凝聚力，但也受到社区治理绩效的补偿; 在中国城市

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基层社区的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凝聚力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上述经验证据在汇

总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中均具有高度一致性。
关键词: 移民; 治理; 社区;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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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凝聚力:概念与测量

进入 21 世纪，社会凝聚力问题备受学界关注，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许多政府或研究机构都竞相开发

社会凝聚力指标体系。例如，2001 年，欧洲委员会正式制定了社会凝聚指标体系———Laeken 指标体系;

斯坎伦基金会和莫纳什大学共同开发了“斯坎伦－莫纳什社会凝聚力指标”，用来研究澳大利亚社会凝

聚力的动态变化; 贝塔斯曼基金会于 2013 年提出了“社会凝聚力雷达”指标体系，以对发达国家的社会

凝聚力开展比较研究［1］［2］［3］。
在学术界，Jenson［4］首次论述了测量社会凝聚力的五个维度，包括归属 /孤立、嵌入 /排斥、参与 /被

动、接纳 /拒绝、合法 /非法。Bernard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测量框架，既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三个领域，又包括态度、行为两个维度［5］。Chan 与其合作者［6］［7］不同意经济是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必

要成分，相反只是社会凝聚力程度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将其排除，并提出了一个由横向与纵向两个维

度以及主观与客观两个成分交叉形成的测量框架，并将之应用于香港的社会凝聚力调查研究。Dickes
等人认为，在排除了经济领域后，Bernard 和 Chan 等人的社会凝聚力测量框架其实是相当吻合的: 前者

所说的社会文化领域正对应后者所说的横向维度，前者所说的政治领域正对应后者所说的纵向维度，同

时这两个测量框架又都包括了主观态度与客观行为两个方面。他们对 33 个欧洲国家调查数据的分析，

确证了 Bernard 和 Chan 等人的社会凝聚力测量框架。
可见，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社会凝聚力指标的开发: 一个是政策、市场或社会部门的研究，一个是学

术研究。Chan 等人就将社会凝聚力的研究归纳为两种论述: 政策的和学术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指

出，以往某些研究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和测量往往将凝聚力的实质内容和决定因素混淆或合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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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妨碍了对社会凝聚力的深入实证研究。因为，如果对某概念的测量指标中包含其决定因素，显

然，当进一步研究这些决定因素对此概念的影响时，将会在逻辑上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所以，需要摒弃

这种定义和测量方式，只对社会凝聚力本身进行概念操作化。他们根据这一原则和自己的测量框架，将

社会凝聚力定义为:“社会成员之间纵向与横向之间的互动状态，它由信任、归属感、参与和互助意愿等

一系列态度、规范以及行为表现来反映”。
社会凝聚力有时也在社区层次上被讨论，最著名的是 Sampson 等人［8］在“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研

究”中提出的集体效能感概念，它包括社会凝聚与非正式社会控制两个子概念。这里的社会凝聚由五

个李克特态度题项构成，分别是: 这个社区的人们可以信任、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愿意

帮助邻居、这个社区的人们相处并不融洽、这个社区的人们并不共享相同的价值观。显然，其含义与

Chan 等人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与测量有共通性，都涉及归属、信任、互助等。Lochner 等人［9］曾经从社

会资本的理论角度将社区层次的相关概念分为四组: 集体效能感、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社区能力，

认为它们是交叉重叠的。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是有所交叉但彼此不同的两个概念。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

主要来自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三人的经典论述，但在涵义上却存在分歧［10］。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

本是个人或家庭所掌握的一种资源，它嵌入关系网络并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 例如经济和文化资本) ，

它本质上是个人或家庭的一种能力。但在普特南那里，社会资本却是一种公共品，指群体、城市、社会或

国家层次上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本质上是社会的而非个人或家庭的。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

定义则界于布迪厄和普特南两人之间。因此，社会资本一直存在“个体性 vs．社会性”这两种研究路径。
反观学者们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解，倒是存在“社会性”这一共识。Dickes 等人就曾指出，Bernard 和 Chan
等学者都将社会凝聚力看做是群体或社会性的，而非个体性的。从“斯坎伦－莫纳什社会凝聚力指标”
与“社会凝聚力雷达”等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来看，测量的都是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水平。在国内屈指可

数的社会凝聚力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对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性”也存在共识［11］［12］［13］。
那么，“社会性”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是否又等同呢? Chan 等人指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

从逻辑上来讲，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高存量的社会凝聚力。例如，在一个存在严重种族隔

离的社会中，种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网络、信任、规范可能很高，但种族之间的联系却可能非常之少，这样

的社会显然不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相反它只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Portes and Vickstrom 也认为，普

特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理解为以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和涂尔干的

“机械团结”概念为代表的“社群性”，而后者则同时取决于“社群性”和“国家－社会协调机制”。这两个

维度的高低状况组合，可以形成社会凝聚或社会团结的四种形式或类型: 有机 /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机
械团结、社会崩溃。

综上所述，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概念，并且可以进行测量和实证研究。

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因素:移民威胁还是经济剥夺

过去几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持续吸纳了大规模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外来劳工、少数族裔，导

致其基本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欧美学界的社会 /社区凝聚力研究，重点围绕种族多样性是否会

削弱社会凝聚力展开了理论争辩与实证分析。
对这个研究问题的实证探索，最早发端于美国，并且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即种族多样性会削弱社会

凝聚力。Alesina and Ferrara［14］是此研究的先行者，他们对美国各州的比较研究发现，种族多样性与人

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将此解释为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同质性偏好”。Costa and Kahn［15］也

有同样的发现。但是，使此研究议题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同时也受到更广泛检验的则是社会资本研究领

域的著名学者普特南。他在 2007 年一个主题演讲中，根据对美国各州的一些初步数据分析提出，种族

多样性对社会凝聚力的损害将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多数族群也影响到少数族群，不是影响社会凝聚力

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是影响其所有方面，并将其称为“退缩假设”( hunkering down hypothesi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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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研究者将目光从美国转移至欧洲，同时将分析单位从地区细划至社区时，却发现多样性对

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在经验证据上却并非那么确凿。这些后续研究还不约而同地纷纷强调，在中观或宏

观社会层面上，种族多样性与其他多种社区特征可能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在经验研究中必须排除其他社

区层次变量的影响，如此方能得出种族多样性对凝聚力的净影响乃至因果效应。在其他相关的社区特

征或变量中，最受重视的就是社区贫困或社区剥夺。
Stafford 等人［17］以英国和苏格兰的社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了物质剥夺、种族多样性与社区凝聚力之

间的关系。他们开发了一套社区社会凝聚力的测量工具，由结构和认知两方面指标构成，前者包括家庭

关系联结、朋友关系联结、组织活动的参与、与更大社会的整合，后者包括信任、社区归属、实用帮助、容
纳或尊重。他们最大的发现是，社区物质剥夺与社区凝聚力的认知方面存在显著的、一致的负相关; 同

时也发现，在控制了物质剥夺的影响后，在少数族裔越多的社区，家庭和朋友关系联结越少、信任和社区

归属越低、实用帮助也越少，但对容纳或尊重并没有影响。
Letki［18］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社区种族多样性和社区剥夺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做了分析，发现种族多

样性只对社会凝聚力的一个指标即对邻居的态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其他三个指标即组织参与、
社会交往、帮助行为并没有影响; 相反，社区剥夺对社会凝聚力的四个指标倒是呈现出非常一致的负面

影响。Tolsman 等人［19］对荷兰的研究发现与 Letki 十分相似，种族多样性对社会凝聚力各项指标的影响

并不具有一致性，但社区经济地位( 在所有的社区层次变量中) 是对社会凝聚力最重要、负面影响也最

一致的情境变量。
Laurence［20］再次对英国数据用多层次模型检验了社区的种族多样性与社区劣势对社会凝聚力的影

响。他将社会凝聚力分解为社会资本和种族关系两个方面，通过这种研究设计，得到了种族多样性对凝

聚力的“二律背反”效应: 一方面，社区的种族多样性会降低人们的社会资本; 但另一方面，它却会提升

人们的种族容纳度。然而，相比之下，社区劣势却对社会资本和种族关系具有一致的负作用。不难看

出，Laurence、Letki 和 Tolsman 等人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社区劣势或社区剥夺才是影响社会凝聚

力的关键因素，至于种族多样性对社会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方面其实部分来自于社区经济地位的

影响或根本无影响，但在另外一些方面( 例如对不同种族的容纳或尊重) 甚至还具有正面影响而非通常

假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Fieldhouse and Cutts［21］还对英美两国社区种族多样性和社区贫困对社会资本的相对影响力

作了比较。他们发现，在英国，两者的影响力相当; 但在美国，种族多样性的影响要远远小于社区贫困的

影响，且其影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包括社区贫困在内的其他社区特征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由美国的

种族不平等比英国更严重所导致，相比英国，美国有更深厚的移民历史传统和更复杂的种族多样性，在

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种族不平等的程度方面有显著不同。这提醒我们，在研究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因素时，

不同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是一个重要考量。

三、未尽议题与研究问题

除了聚焦社区种族多样性和社区经济地位( 或社区剥夺、社区贫困) 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外，也有

研究涉及社会治理好坏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但大多停留于国家或区域层面，没有细划至城市或地方社

区层面。例如，Delhey and Newton［22］做了六十个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的比较研究，发现民主和良好政府

对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好的社会治理对社会凝聚力具有积极影响。敖丹等人［23］通过对中

国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分析发现，普遍信任的区域差异与地区的宏观公共资源存在相关性，在公共资源

相对丰富的地区，普遍信任的程度也较高。
另外，在上面的各项研究中，有的使用社会凝聚力概念，有的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有的将两者混合或

互换使用，但前文指出，社会凝聚力不能被认为是个体性的社会资本，也与社会性的社会资本有所不同，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如果是这样，那么有必要考虑社会资本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虽然它们在某些

具体测量指标上看似可能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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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社会凝聚力的相关研究非常少。武艳华等对深圳的社会凝聚力状况进行了评估，孟祥

斐对深圳和厦门两地的社会凝聚力是否影响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他们在论述时也都是从社会质量

文献出发，将社会凝聚力作为社会质量之下的一个概念。张海东等也明确指出社会质量包括社会经济

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四个条件性因素，并且对中国六城市的社会质量( 包括社会凝聚)

作了实证比较［24］。另外，张蕾［25］和邢占军、李莎［26］也对社会凝聚力作了概念层面的介绍。在这些为数

不多的文献中，对社会凝聚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严重滞后于海外同行。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界不乏

对社区层面邻里关系或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但却极少从社会凝聚力的视角来论

述［27］［28］［29］。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社区特征如何影响社区凝聚力? 社区特征主要

包括四组变量: 第一组变量是移民比例和社区贫困，这是欧美学界最为关注、研究最多的影响凝聚力的

社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 第二组变量是社区社会资本，也是社区自身的社会性因素; 第三组变量是社

区治理，它不再局限于社区自身，而是国家与社会两大主体相结合在社区层面提供服务、秩序等公共品

的能力; 第四组变量是其他各种基础性的社区特征，例如人口结构和住房结构等。根据上文回顾的既有

理论和发现，本文重点关注三个关键自变量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首先，就移民威胁而言，是否移民比

例越高社区凝聚力越差; 其次，就经济剥夺而言，社区贫困是否会削弱社区凝聚力; 最后，就治理失效而

言，社区治理绩效的好坏是否决定了社区凝聚力的高低。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

(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社区－个人”两层次匹配数据，分别来自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和“上海社会凝聚力

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SUNS) 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

社会学Ⅲ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 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 负责设计和执行，是一项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追踪调查。本文只使用其中的居

村调查子项目，包括从全市 5732 个居( 村) 委会中随机抽取的 537 个社区，于 2015 年完成［30］。“上海社

会凝聚力调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15 年开展，采用三阶段概率抽样，先分层随机抽取

60 多个居委会，再在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 30 多个住户，最后在每户随机抽取 1 人。另外，对每个居委

会，还可以将个体层次的信息平均或汇总为社区层次的信息［31］。
鉴于“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研究”和 Sampson 集体效能感概念的广泛影响力以及该测量工具的简

短易用性，本研究以此为基础来测量社区凝聚力。与 Sampson 保持一致，“上海社会凝聚力调查”也用

五个类似的李克特态度题项来测量社区凝聚力，只是在表述方式上稍微作了本土化处理。但对该量表

的因子分析发现，只用其中的三个题项来构建社区凝聚力测量效果更好，它们分别是: 住在这里的人们

愿意互相帮助、这个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近、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因此，本研究只

使用这三个题项。
社区层次的自变量包括移民比例、社区贫困、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以及其他基础特征。移民比例即

社区内非沪籍人口占所有人口的比例，反映社区的移民多样性。社区贫困用社区内低保户数占所有户

数的比例( 简称低保户比例) 来测量。社会资本用社区内受访者委托邻居帮收快递的可能性程度均值

来测量。调查问卷中的题目是: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要外出，您是否可以委托邻居帮您代收快递? 选项包

括: 完全不可能、不可能、不好说、多数情况下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依次赋值 1－5。社区治理用社区内受

访者对本社区居委会的信任和认同均值来测量，由一个简易量表来操作，包括三个李克特态度题项:

( 1) 我信任居委会; ( 2) 总的来说，居委会本届委员的产生反映了本社区大多数居民的意愿; ( 3) 总的来

说，居委会做出的决定代表了本社区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社区的其他基础特征变量包括社区的商品房

比例、老年人口比例与总户数。
本研究将先做汇总层次的数据分析，它是以社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上述社区层次自变量对社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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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均值的影响。但仅有汇总层次的分析还不够，如果多层次分析也能得到同样的发现，则经验证据

会更确凿。多层次分析是以个人层次的社区凝聚力感受为因变量，同时考察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自变

量的影响。本研究最终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 60 个社区、1718 人。社区层次变量的描述统计反映，上海

的基层社区在人口与住房构成、经济与社会状况、治理与凝聚力水平等方面都已经发生较大分化。
( 二) 汇总层次分析 表 1 线性回归与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结果

线性回归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化

回归系数

半参数回归

移民比例 4．173＊＊ 0．253 －
( 1．435)

低保户比例 －13．416 － －8．525
( 10．536) ( 10．929)

社区治理 3．208＊＊＊ 0．576 3．139＊＊＊

( 0．526) ( 0．504)

社区社会资本 1．751＊＊ 0．259 1．670＊＊

( 0．602) ( 0．6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Ｒ2 0．61 0．61 0．58
N 60 60 60

注: 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商品房比例、

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总户数和截距项。＊＊＊ p＜0．001，＊＊ p＜

0．01，* p＜0．05

汇总层次分析的 OLS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1。由

于散点图分析发现移民比例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可

能为非线性，所以这里同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参

数回归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将移民比例与社区凝

聚力之间的函数形式设定为未知( 因此没有回归系

数) ，但仍将其他自变量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设定为

线性( 报告回归系数) 。
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移民比例对社区凝聚

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移民比例每上升 1 个百分

点，社区凝聚力会上升 4．17 分。但半参数回归模型

的结果显示( 图 1) ，移民比例的这种正面影响其实主

要来自该变量取值分布的高端( 30% ～ 60%) ，相反，

在该变量取值分布的低端( 0% ～ 30%) ，这种影响几

乎不存在。因此，根据普特南的“退缩假设”提出的

移民威胁命题没有得到本文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发现移民多样性会对凝聚力产生损害; 相反，在中国上海非沪籍人口比例较高的基层社区，

倒是有移民多样性有益于凝聚力的迹象。注意，由于移民比例变量取值分布高端所含的样本量并不多，

需要对该正向影响结论持审慎态度。

图 1 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结果

社区治理对社区凝聚力的正面影响，在线性回归模型

和半参数回归模型中均得到了支持。类似地，社区社会资

本与社区凝聚力之间的正相关，在两个模型中也都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表 1 还报告了线性回归模型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以比较自变量对社区凝聚力的相对影响大小。结果

发现，社区治理的影响力最大，社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

和认同程度每上升 1 个标准差，社区凝聚力会上升 0．58
个标准差; 社区社会资本和移民比例的影响相对较小且相

差无几，它们每上升 1 个标准差，社区凝聚力会上升约

0．25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基层社区的治理水平对社区凝

聚力的高低起着决定性作用，治理失效命题得到支持。
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参数回归模型结果均显示，社区贫困( 用低保户比例变量来表示) 有可能对社区

凝聚力造成负面影响，但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为揭示其中的原因，表 2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分别控制

移民比例、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变量来观察低保户比例变量的表现。模型 1 显示，只控制移民比例

变量时，低保户比例确实对社区凝聚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经济剥夺命题得到支持) ; 模型 2 只控制社

区社会资本变量时，结果仍然如此( 经济剥夺命题再次得到支持) ; 但当模型 3 控制社区治理变量时，低

保户比例对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却变得不再显著，而且，回归系数也大幅下降。这说明，贫困社区的

社区凝聚力之所以较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社区的治理水平也较差，一旦改善了治理水平，就可以

消弥贫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了，更加验证和支持了治理失效命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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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逐步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低保户比例 －27．365* －32．503* －2．955

( 13．042) ( 13．438) ( 11．725)

移民比例 5．163＊＊

( 1．911)

社区社会资本 2．096*

( 0．806)

社区治理 3．329＊＊＊

( 0．6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Ｒ2 0．274 0．268 0．471
N 60 60 60

注: 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商品房比

例、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总户数和截距项。＊＊＊ p＜0．001，

＊＊ p＜0．01，* p＜0．05

( 三) 多层次分析

多层次分析的 HLM 模型结果见表 3，由简到繁依

次估计了一系列模型。在估计这些模型之前，没有放入

任何解释变 量 的 空 模 型 结 果 显 示，个 人 层 次 方 差 为

1．955，社区层次方差为 0．849，组内相关系数为 0．30，意

味着数据中社区凝聚力感受差异的 30%来自社区之间

的差异，这是相当高的。

表 3 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个人层次变量

教育( ref． =初中以下)
高中 －0．263* －0．262* －0．258* －0．258*

( 0．110) ( 0．110) ( 0．110) ( 0．110)
大专 －0．223 －0．224 －0．229 －0．230

( 0．140) ( 0．140) ( 0．139) ( 0．139)
本科以上 －0．239 －0．234 －0．243 －0．242

( 0．155) ( 0．155) ( 0．154) ( 0．154)
户籍( ref． =上海人)

正式移民 －0．081 －0．076 －0．096 －0．102
( 0．188) ( 0．188) ( 0．187) ( 0．187)

非正式移民 －0．621＊＊＊ －0．640＊＊＊ －0．636＊＊＊ －0．633＊＊＊
( 0．144) ( 0．144) ( 0．142) ( 0．142)

住房产权( ref． =无)
拥有 1 套房 0．324* 0．311* 0．306* 0．305*

( 0．133) ( 0．133) ( 0．131) ( 0．131)
拥有多套房 －0．021 －0．063 －0．047 －0．048

( 0．155) ( 0．153) ( 0．150) ( 0．1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社区层次变量
移民比例 2．416＊＊ 2．220＊＊＊

( 0．767) ( 0．608)
移民比例( 低端取值段) 0．756

( 1．094)
移民比例( 高端取值段) 4．315＊＊

( 1．447)
低保户比例 －14．583＊＊ －5．851 －4．732

( 5．306) ( 4．424) ( 4．392)
社会资本 0．865＊＊ 0．819＊＊ 0．801＊＊

( 0．321) ( 0．254) ( 0．249)
社会治理 1．334＊＊＊ 1．303＊＊＊

( 0．221) ( 0．2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人层次方差 1．832 1．831 1．831 1．831
社区层次方差 0．902 0．527 0．302 0．287
个人样本数 1718 1718 1718 1718
社区样本数 60 60 60 60

注: 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个人层次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收入、职业和

截距项，社区层次控制变量包括商品房比例、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总户数。＊＊＊ p＜

0．001，＊＊ p＜0．01，* p＜0．05

模型 1 加入个人层次解释变量，得到几个有意思的

发现: ( 1) 教育程度越高，对社区凝聚力的感受或评价

越低，但这只在高中毕业组有统计显著性; ( 2) 相对于

出生在上海的本地人，非正式移民( 尚未获得上海户籍

的人) 的社区凝聚力感受显著更低，正式移民( 出生在

外地但后来获得上海户籍的人) 的社区凝聚力感受也

有较低的倾向; ( 3) 按住房产权划分，拥有 1 套房( 自住

业主) 的社区凝聚力感受显著更高，但拥有多套房的社区凝聚力感受却有较低的倾向。上述变量，连同

其他控制变量，一共解释了个人层次

方差的 6%。
模型 2－3 再加入社区层次解释

变量，构成完整的多层次模型，得到

了与前面汇总层次分析同样的结果。
不控制社区治理绩效时( 模型 2) ，低

保户比例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 而一旦控制( 模型 3) ，该

影响就消失了，而且社区治理绩效本

身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在模型 2－3 中，社区社会资本

存量与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移民比例也对社区凝聚力具有促

进而非削弱作用。在模型 3 中，这些

变量，连同其他控制变量，一共解释

了社区层次方差的 64%。
最后，模型 4 使用线性样条函

数，在移民比例变量取值为 0．3 处分

段估计它对个人社区凝聚力感受的

影响，结果仍然发现，在低端取值段，

移民比例不对社区凝聚力构成显著

的影响，但在高端取值段，却对社区

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

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变量的正面显

著效应也始终存在。总之，关于移民

比例、经济贫困、社会治理与社区凝

聚力的关系，这里的多层次分析结果

与前面的汇总层次分析结果高度一

致，没有支持移民威胁命题，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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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剥夺和治理失效命题。

五、总结与讨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社会尤其是欧美学界日益关注社会凝聚力问题，除了竞相开发社会凝聚力

指标体系之外，还重点围绕种族多样性是否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展开了理论争辩与实证分析。最早的研

究发端于美国，对此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当研究者将目光从美国转移至欧洲、同时将分析单

位从地区细划至社区时，却发现多样性对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在经验证据上却并非那么确凿，相比之下，

社区劣势或社区剥夺才是影响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也启发我们，在探讨社会凝聚力的影

响因素时，不同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是一个重要考量。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也面临着大量移民涌入及其所带来的族群关系紧张问题［32］，但却十分缺乏对社

会凝聚力的专门研究和讨论，对社会凝聚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严重滞后于海外同行。因此，本文旨在

回答中国城市社会中社区特征如何影响社区凝聚力这一问题，重点检验移民威胁、经济剥夺和治理失效

三个命题。使用来自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及其成员的两层次匹配数据，本文在汇总层次分析和多层次

分析中均发现: 移民不仅没有损害社会凝聚力，甚至可能具有相反效应; 社区经济剥夺固然会削弱凝聚

力，但也受到社区治理绩效的补偿; 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基层社区的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凝聚

力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为何移民比例较高的社区反而凝聚力更强? 本文的定量分析无法明确回答，但对“浙江村”等外来

人口聚居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移民需要紧紧抱团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33］。此

外，“接触理论”也提供了一种答案，它的含义是，在具有种族多样性的社区或地区，只要人们尤其是不

同种族的人们彼此发生交往，而非相互孤立或隔离，就会从交往中慢慢产生理解、接纳、信任和认同，进

而缓解冲突乃至增强凝聚［34］。具体深入的原因分析，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另外，西方的研究发现社区经济剥夺是削弱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而本文研究发现社区经济剥夺

的负面影响受到社区治理绩效正面影响的补偿，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国内外城市与社会

治理方式的差异有关。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城市，居住区的公共品主要由区内居民自行负责，受市场力量

和机制影响较大，但在中国，城市政府统一承担和提供了辖区范围内所有居住区的公共品( 包括社区资

源和社区管理) ，可能抑制了社区之间的分化程度。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社会

凝聚力决定过程的诸多差异，值得展开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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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s Threat，Economic Deprivation or Governance Failure
———Social Cohesion Comparison Across 60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LI Jun，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ohesion，especially its relation to racial，ethnic
and immigration diversity，has been a hot issu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inquiry is also applicable to today’
s urban China，however，relevant study is very scarce and descriptive． Using a unique survey data including
individual and administrative variables across 60 communities in Shanghai，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whether
and how social cohesion is affected by three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community factors in Chinese socio－institu-
tional context． It finds that economic deprivation，rather than the influx of migrants，significantly weakens so-
cial cohesion，whil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ompensates this negative effect and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all determining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robust and consistent in aggregate－level and multi－level
data analysis．

Key words: migrants; governance; communities; social cohesion 责任编辑 吴兰丽


